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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提出了“治理”的概念，但社会治理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不是近代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出现以后才产生的，也不是西方社会最先创造出来的，社会治理的思维和文化是在人

类社会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处理个体与自然、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为解决

人类社会共同的风险和冲突问题而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且几乎同时出现的一种重要人类社会文化现象。

基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记忆，社会治理的思维、观念和理想在世界西方和东方有着不同的

发展演进脉络，进而形成了西方模式和中国道路。人类历史上的动荡变迁、王朝更易、改革创新、发展

稳定、兴亡继替、互动交融等几乎无一不是中西方社会都存在的一些共同社会现象，这些社会现象中均

不乏不同社会时期和社会状态下的社会治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制度模式。现当代西方和东方国家

在社会治理模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尤其以21世纪新时代大背景下的“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

为代表的两种社会发展类型差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和表现方面体现较为突出。本文将通过对中西方当代

社会治理模式差异进行对比以分析和论述当代中国道路的独特特征和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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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was first put forward in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y, but the 
culture and ideas of social governance did not come into being after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Western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nor were they first created in western society. Social governance 
thinking and culture is formed in the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aling with 
individual and nature,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 individual and socie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national,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human society common risks and conflicts and 
accompanied by human society and life and appear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an important pheno-
menon of human society and culture. Based on different physic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a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ies, the thinking, concepts and ideals of social governance have dif-
ferent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veins in the West and the East, thus forming the Western model 
and the Chinese road. In human history, turbulence, dynastic change, reform and innovation, de-
velopment and stability, rise and fall,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are almost all common social 
phenomena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there is no lack of these social phenomenon in dif-
ferent social period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of values, ways of thinking 
and mode.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and Eastern countrie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
ences in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especial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social de-
velopment represented by the “China Road” and the “Western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in the 21st century, which are more prominent in the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of soci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s of contem-
porary Chinese roa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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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对比 

谈及当今的中国道路，绕不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中国道路是经过对中华文明的演进、

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国际局势大势的掌控等诸多方面因素综合考量而得出的一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不同于西方的“模式”，

我们的道路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方位领导，坚持一切从

中国实际和国情出发，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服务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利益而形成的具有科学性、

实践性、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历史性、人民性和全方位性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东西方文

化与智慧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次不谋而合，通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中国道路是最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

文明发展道路，凭借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带领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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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勤劳勇敢，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大灾大难并都能最终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创造奇迹和丰富民族精神。无论是 98 年大洪水、03 年非典疫情、08 年汶川地震还是 2019 年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中国都成功克服了，一是源于中国道路给予了中国人

民战胜艰难险阻的信心和勇气，二是源于中国道路能够最大限度团结中国人民、调动社会资源、减缩社

会代价和提高治理效率，三是中国人民真实的拥有社会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着全中国最广

大人民利益的，任何时候都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总

体来看，中国道路，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探索、发展、创新

而形成且经过历史检验并为中国人民主动选择的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国情和具有中国气息的社会主义道路，

彰显的是对人民、对历史和对世界负责的立场和态度，这一道路是真正切实有利于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和中国人民富裕幸福的中国梦这一初心使命，是有助于遵行践履“全体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诺

言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更是有着进一步发挥优势积极作为的空间。 
西方国家有着独特的一套社会逻辑体系，西方模式下的社会治理是基于西方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形成

的。我们应该承认西方模式具有着基本合理性，也应该承认西方模式对人类历史做出的巨大贡献[1]，长

期以来西方模式可以有效地将西方社会整合连结起来，但是我们不能迷信西方模式是最好的或唯一的社

会模式。西方模式是一种不同于中国社会的民主选举政治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宗教

神秘力量主导下的民主，西方世界的宗教和人类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文

明以来。“上帝”创造了世界，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国家的统治者，统治者集体带领“所有上帝的

子民”共同对“上帝”负责，以“上帝视角”开展的“治理社会”如同帮助上帝打理世间事务，西方模

式下追求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目的就是通过世俗社会的一切增添“上帝”的荣耀；二是西方模式下对

“平等”“自由”和“民主”被普遍认可，在那里强调人人平等、注重个体权利和盛行自由民主，宣扬

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一切的自由限制、权利剥夺和专制集权都被认为是对上帝的冒犯并应该被惩

罚，“上帝”是西方模式下人们的主要甚至唯一信仰；三是西方世界信奉的“神”中存在着一些许多“战

争”“暴力”“权斗”的信仰文化倾向。西方文化自信主要是商业文明、工业文明、科技革命、殖民侵

略战争带给的强权和霸权文化自信，西方模式或西方制度作用下整个社会呈现为由分到合，即社会由不

同的利益集团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其代表，通过多党制的竞争、票决的方式，把分裂的碎块社会整

合起来[2]，但利益的争夺又打破了西方模式原初整合社会为一体的社会团结，西方治世之策往往随着两

党或多党利益争夺频繁的轮值更易而更迭变换，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四是

西方模式最根本的实质在于西方的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西方世界从大航海时代开始创造了早起繁荣的

商业文明，经历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之后催生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中

世纪”的崭新的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政治制度的有效保障西方进行了三次工业革命，成功在世界上创造

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人类工业文明，“现代的、先进的、文明的、发展的”被认为是有别于东方国家

的特征，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繁荣发达的表象下被西方学者视作世界文明的“主流正统”，

这更加强化了西方人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西方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在全世界不断扩张蔓

延。西方模式虽然看起来是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的，但其根本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

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个人解放、自由和幸福，但这种价值体系在使人获得解放和自由的过程中却发生了异

化，最终走向了以资本增殖为轴心，资本渗透它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资本控制一切[1]，反过来西方的国

家机器和一切制度文化也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就是资本至上，而资

本具有“生殖性”、“扩张性”和“掠夺性”，进一步表现为西方模式下国家政治服务于资本家，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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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机时善于转嫁国内危机，被资本异化的西方模式甚至会不惜主动发动或唆使发动侵略战争成为其

挥之不去的生存之道。西方模式中充满了中世纪宗教统治时期、欧洲大航海时期和世界大战时期遗传下

来的殖民侵略、奴隶贸易、竞技争霸、战争掠夺的落后思想和性格，这主要通过西方民主模式的分权制

衡理念下各利益集团代表和各党派掣肘互斗、内耗治理资源、发动侵略战争、干涉他国内政、转嫁冲突

矛盾、以强凌弱等一系列现象体现出来。我们承认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增长了西方一定的文化并推动了

西方的科技文明，但是其野蛮残暴的性格掩饰不了西方模式的社会文明有限性，今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共同规划人类世界的未来，需要西方世界放下西方模式高人一等的姿态，与世界各种文明平等交

流互鉴，这是西方社会的出路也是人类世界的出路。资本至上、本国优先、种族主义、中心主义、打压

消灭其他文明等做法必将使西方模式创造的辉煌历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环境下黯然失色，而

团结互助、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共存共荣、和平发展和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下的独特制度

和先进道路必将在世界舞台上积极作为而更具勃勃生机。 

2. 中国道路依托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深厚传统观念中的治世智慧 

中国道路是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人民自主探索首创的，是一种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的发展

模式选择。我们需要从思维方式、社会性格、中国历史、中华文化、治世智慧和信仰理念等多个角度来

分析中国道路所具有的有别于西方模式的独特特征，全面深入了解中国的一切，才能搞清弄明何谓中国

道路，才能知道中国道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也最终才能回答世界为什么需要中国的问题。 

2.1. 与西方“外向竞技式”思维相比，中国道路是一种“内向包容式”思维逻辑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不曾中断湮灭的一支拥有上千年文明的多民族国家，正

因为有着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绵延、古老的文明智慧、深厚博大的文化基础和多元的人类群落与民族，故

而无论从历史演进、农耕文化、知识积淀、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礼律典经、科技发明和创造等方面，

中国在古代长期遥遥领先世界诸国。我们中华文明是具有强大内聚力和包容性的，早在两千年以前的春

秋战国诸侯争霸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有寻求定纷止争之策之先见，汉朝时北方匈奴入侵，汉朝王庭

以博大的胸怀通过和亲以先进的文化和文明传播共享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记忆，汉朝以后出现过

鲜卑族、蒙古族、满族等诸多少数外部民族入侵中原建立王朝政权的现象，尽管出现了文化的对碰，但

并没有双双陨灭，而是我中华主流文化以强大的包容性将其一一同化，融于中华文化熔炉之中，正如费

孝通先生所言的众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在长期的接触、混杂、联结、融合、分裂、消亡和重塑的过程

中，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和特点的多元文化统一体[3]。
费孝通先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这一特色概括为“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

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

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

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份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

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

而称为中华民族。”[3]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自在而自觉多元一体的伟大中华民族[3]，不

仅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壮大，而且以其强大的包容性促进了具有多民族特色的中华民族或华夏民族的形成，

由此可见我们中华文明的强大魅力。这一魅力也可以通过中国上千年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繁荣程度体现出

来，从两千年前的秦朝开始直到清朝时期中国依然有着遥遥领先世界的生产总值，黄金白银总量是世界

诸国的数倍之多，但热爱和平的华夏民族从未曾持强凌弱，而恰恰相反，是将中华民族的智慧、发明和

创造与周边部落、小国及世界诸国共同分享，我们以广阔的胸怀包容着世界。从秦朝至明清我泱泱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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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国盛民富，但我们缺乏了与外部侵略势力斗争抗衡的足够的海防和军事力量防御外敌，最终成为了

工业革命后西方列强的欺凌瓜分对象。被侵略殖民的惨痛教训没有改变中国内向包容和热爱和平的根本

品性，反而更加强化了崇尚包容和增促和平的品质与魄力。 
当今西方社会中存在了侵略打压潜意识、冲突对抗旧观念、征伐斗争老思想所引发的一系列国际社

会的不和谐现象，恰如同远古蒙昧时期的人类各部族蛮力外泄一样，所以西方社会是一种本性上的“外

向竞技式”思维和文化。东西方国家存在社会形态和运行状态上的较大差异在于各自血液骨骼里根深蒂

固的社会治理观念存在差异，中西方社会治理观念差异的根源在于各自历史发展演变中的不同历史文化

记忆和心理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而文化记忆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则根源于中西方社会早先有着不同的物

质生活方式、生存条件和自然地理环境上的差异。沿着两条主要的历史文化道路发展演变形成的当代两

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文化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对立和冲突，也存在着交融、共生、合作和互鉴，两种社会治

理观念之间不是“攻伐存一”“灭而代之”的关系，而是会各自因地因时制宜，伴随人类社会长期并存、

绵续发展、恒久为继的。但是极端化的西方模式终究会在历史的星河中陨落，这个主要是极端的外向竞

技特征，其体现在即使人类社会进入到 21 世纪的今天，西方模式下的国家仍旧有着极端的个体主义、自

由主义和民粹主义，“逆全球化而动，反全球化浪潮”正在西方模式下滋长蔓延，对全世界和全人类在

新的百年造成重大误导和挑战。 
在中西方社会治理的文化观念存在差异的情况下，中国道路表现出了自身突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而这种独特性和优越性源于统治者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普遍共同记忆下的社会治理智慧的绵续、继承

和与发展。可以说当今中国在开放包容、沉稳自信、向内自强、勤劳实干的品格特性下形成的“振兴中

华”“民族复兴”“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互利共荣”和“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思想观念与西方

模式下的“自我保护”“本国优先”“种族主义”等潜意识思维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国的“包容性发展”

和“致力和平世界”的思维正成长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文明的新引擎和新高地。 

2.2. 中国道路具有自身独特的规律性、历史性和人民性 

与西方模式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建立在历史和社会演进规律之上的历史

性和人民性选择。资本主义是西方模式的本质，西方模式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产物，剥削性

资本催生和形成了今天的西方模式，其中单一的资本因素占据着关键地位。不同于西方模式，中国道路

是广大人民根据历史发展进路和社会演进规律探索开辟的，“尊重历史”“造福人民”是中国道路的一

大特色。时下的中国清楚地认识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并非两

对绝对对立、互不相容的概念，即“西方”不能完全代表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和“自由”，更

不能将“中国”与“传统”“落后”和“专制”混同而论。在人类社会长期的发展演变历史过程中和特

定人类时代背景中，通过对“传统与现今”和“东方与西方”两个维度不同社会的发展所呈现的不同面

向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因素进行不断地比较、权衡和筛选而最终形成中国独特的道路特色和自信性格。对

于在对待西方模式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上，李强教授曾提出我们将会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去分析西

方经济制度的不同要素及其不同后果；我们对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高调与实际制度设置会有更为清醒的

理解；我们也会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与弊端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如果将这些理解和对中国自

身经验的理论总结结合起来，我们就可能会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路径有更平衡的理解[4]。由此可见，历

史性、人民性和社会性下生长的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将会是一条符合中国人民需要的最优良道路。 
如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曾遭受殖民侵略的打盹沉睡了一百年的中国如今已然

苏醒且更加雄壮威猛。在 1840 年以前，尽管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存在着内生性的社会变革需求，

但中国社会尚且能保持良好的“自运行”“自治理”和“自发展”，但西方国家随着自身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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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和不满自己对中国的长期贸易顺差，使用了无理的殖民侵略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国门，竞相加入

瓜分中国的狂潮，压迫蹂躏中国人民，一批又一批中国仁人志士带领中国人民一次次奋起反抗与西方列

强进行顽强斗争，尽管胜利很艰难，但中国人依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家园遭受破环的愤怒和舍身救

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国的决心与信念，最终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坚定无比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分别在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带领下一步步地摸索出了使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西方出土的马列主义思想，完美的吻合了中国的农耕文明实际和极具社会

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给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明了救国图存的新道路。可见，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新中国在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实践探索中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色彩的中国道路。我们

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中摸索开创的。 

2.3. 中国道路具有较强的“韧性”和独特的“品性” 

与西方模式下的“本国优先”和“竞技当下”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沿着历史和文化“规划自身”

“向前走”和“迈向未来”的品性。西方模式下存在着各种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一直以“优

等民族”“民主国家”“强国”“先进文化”自居，与世界不时的冲突矛盾和局部战争几乎成为常态，

泛化的民主也使社会内部冲突矛盾愈演愈烈，无序的警民冲突对抗成为西方模式下“一道靓丽风景线”。

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道路服务于中国实现理想的任务和目标，它具有体制科学性、系统稳定性、阶段

连续性和理想必然性，自强不息面向未来是中国道路的基本品性。可以说是糅合了老子的“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与世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周易》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孔子“仁者爱人”“允执其中”

的等社会思想，形成的今天中国“不争霸，不称霸，不扩张”、“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和“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共识。而“中国梦”绝不是要去领导世界、绝不是要与美国争霸世界，

而是与世界各国，扩大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

相通。”[5]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全人类。中国人深深地明

白这个道理，未来不是专属于中国、美国或其他某个国家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通过天安门城楼两边

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由此足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

胸怀和气魄，即立足中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关怀世界并主张构建持久和平、持续

发展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进而为世界谋大同、着眼全人类并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 

尽管要了解现代中国道路首先会联想到西方社会模式，但“中西方现代社会从何而来”也离不开溯

源到早前的中西方传统社会。西方社会善于转嫁国内矛盾和对外侵略，向外侵略、竞技互斗、攻击排外

是其基本品性，而中国社会更注重强调“和谐太平”“天下大同”“国治天下平”，是一种“内向沉稳”

“向内自强”和善于“偏安一隅”“眼看未来”的性格和民族品质。当今世界中国已然自信的撑起了一

面社会主义的大旗，我们要看到现代中国道路的发展活力和优越性，也必须要深入了解历史中的中国传

统社会，现代社会的发展活力和优越性并非凭空天降而成，而恰恰是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从与传统

社会的“批判”和“扬弃”演化而来的，多种选择的结果最终决定了今天的中国道路。只有对“古与今”、

“东与西”不同社会形态得以存在，尤其在“社会团结”与“发展活力”两个方面上进行深入全面的比

较，我们才不致于过度质疑“现代社会”和“中国道路”的合理性，我们才能有更大的信心去治理经营

打造眼下的所处社会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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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国道路具有崇德尚法、德法并用、德魂法器的特征 

与西方模式下崇尚的“理性”“契约”和“法律”不同，中国道路是一种尊崇人性下的“德法并用”

型秩序规范。中国道路奉行“德为魂，法为器”，具有崇尚公德和谐、凝聚民族、团结社会、联系群众、

服务人民的特点。从历史上来看，一方面中国社会治理崇尚的是“德法兼行”“儒表法里”，一方面中

国社会治世为民、团结统一的文化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特色鲜明。古代“传统社会”和现代“中国道路”

在社会治理观念上既有差异又有共性。在古代传统中国社会，社会治理观念亦随历史变革而均有不同。

在古代也存在社会治理，但社会治理是非连续的。古代社会治理可以理解为为了实现君恩惠民、仁德滋

世、国泰民康、协和万邦，君主广泛征集纳谏各阶级各立场群体的治世安国主张，以统治权力管理天下

事务的社会维护模式，其特点是统治者的管理中有多元利益主体的政治诉求和主张，古代治理是受多元

社会思维影响的君权管理外衣之下的治理。秦汉以前的社会，无论“三皇五帝”还是夏商周时期，社会

是简单的，社会治理的思想书载不多，但基本可归其为马克思·韦伯所讲的“卡里斯玛型”权威治理下

的社会，这一时期社会治理主要依靠主政者的“大善”、“仁德”、“治世武功”维持社会存在和运行。

东周末年和战国时期，文人志士便将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治国”“治世”问题的讨论上来，他们持不同

思想主张，通过激烈论辩和周游列国游说著书先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形成了以“儒家、墨家、道家、

阴阳家、名家、法家”等为代表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向统治者谏言各自不同

的“治世之论”“定世之章”，比如《论语》中提到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可以说在古代中国人已经有了赢得政权合法性的智慧。尽管如此，但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二

十五史》所载“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不

同流派的代表者根据其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和考察，从自身所处社会等级提出了各自

不同的治世主张。其中儒家是贵族上层阶级社会的代表，从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主要提出了“克己复礼”、

“仁爱”、“仁义”、“仁政”、“尊卑有序”、“施政以德，以刑辅德”的主张，关于“德”孔子在

《周易·系辞下》有“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

墨家代表的是小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者的利益，提出统治者要“兼爱”、“尚贤”、“非攻”，主张诸侯

国和普通个人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道家学派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不满当时是诸侯国极

力作为主动改变社会状态的做法，提出了“道”的思想主张，认为“道法自然”、“天行有常，不为尧

存，不为桀亡”、“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主张“逍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试图说服各诸侯国统治者不要刻意改变自然社会的常态运行；法家学派作为新

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对破除遗弊和富国强兵的功能。此外，百家争鸣时期

的其他流派也分别从不同的社会面相提出了自己关于治理社会的思想主张。这一时期社会治理的思想主

张极度繁荣，但是大都未被采纳，主要在于“退君权、进民权”，限制统治者的社会管理权力但还是打

破了统治者一家之言独霸天下的局面，社会力量逐渐得到统治者的关注、参考和吸纳。尽管古代与现代

的社会制度形态不同，但今天的中国道路继承了古代的很多治世理念和文化思想，比如关于“人民本位”

思想，现当代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和“服务型政府”等思想与

古代“庶民富民”“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皇族有训，民可进，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等系列观念意蕴相通，“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国破则家必亡”观念相关，“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大一统”“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等国家统一、民族平等

思想的精神相一致。而这些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绵续接替的思想观念是独特的，是符合中国特点而区别

于西方社会的。关于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中西方对待“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治理中，中国社

会表现出齐心协力、团结一心、生命至上、争分夺秒、不抛弃不放弃的众多精神品质，但西方国家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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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民主”“人权”和“自由”的幌子，主张“全民免疫”“顺其自然”而无所作为、放任疫情发展。 

2.5. 中国道路具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大合唱”格局 

与西方模式下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不同，中国道路是一条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下的多党派通力合作的“大合唱”格局。《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宗旨和最高理想，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党制度》白

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

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

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有着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领导者所前所未有的声望

和优势，中国共产党执政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权合法性。完善坚持党中央权威和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

是党的领导的核心要义和中国道路的最大优势与最本质的特征。如今的中国共产党已是今非昔比，她已

经发展成为拥有九千多万名党员且历经百年变局的世界性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有其最本质特征和最大

优势，核心就在于既全心全意服务于广大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又能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

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6]如果说战争年代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充满正义代表劳苦大众的战斗组织，

那么社会主义建设和平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则不仅是一个战斗组织，也是一个奏唱时代旋律的高规顶配级

大合唱组织，其中党中央是指挥和领导的角色，全社会有序有节奏的参与到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则是大合唱组织的演奏力量所在，团结、进步、秩序、民主、活力、创造力等是其最基本的体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有史以来唯一能将全体

华夏儿女和中华民族高度凝聚团结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以来开天辟地大事件，中

国共产党成为唯一成功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分裂走向统一、从屈辱落后走向自

信富强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其坚定的理想信念凝魂聚力创造伟大。第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合法

性来源于持续的选贤任能赢得了最广大中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铸

就了中国政权合法性的牢固根基和铜墙铁壁，此外中国共产党有着世界上极为先进的组织机构——党的

组织部。中国共产党凭借着先进的组织架构，在培养领导干部和选贤任能方面具有着无与伦比的优越性，

充分的提升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程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享有中国宪法确认并保护领导地位的执政党，

其内部的选贤任能竞争之激烈程度，能够超过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组织。一整套完善的机制，通过复杂精

细的程序进行干部遴选和评估，确保不断选拔出优秀人才[7]。第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可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已然成为了社会主义大旗和共产主义理

想坚定不移的定海神针。第四，中国共产党是在历史选择和人民支持中确立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扮演着人

民勤务员角色，作为一个人民性政党具有凝聚最广大人民的功能和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拥护、

选贤与能、才德配位和勇于使命担当等特点均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极为理想的政权合法性。 
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党的建设始终是一项伟大工程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推进，从中国共

产党建党伊始，就有着建设一支理想信念坚定、政治思想端正、业务本领过硬、专业能力较强、德法素

养优良、作风纪律严明、人员结构合理、组织机构有力、作用领导突出的党员队伍的传统，中国道路在

国家管理人才选拔上强调“选贤任能，德法兼修、德才兼备”。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和现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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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族快速发展迈向复兴繁荣的关键在于中国道路是一条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一集中领导和长期执政，确保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发展政策的稳定性、确定性和

连续性，极大地降低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和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信用成本，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水平。走中国道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和

强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有着纯粹无私的追求，

即代表全天下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永恒不变的执念。

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指导实践。中国共产党有着最先进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论。第三，中国共产

党继承了全部中华文明，尊重历史和文化。第四，有着成熟先进的组织结构和科学完善领导体制。 

3. 中国道路以鲜明的“和合”文化色彩和包容性特征雕刻国家形象 

3.1. 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本色和鲜明旗帜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先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支撑和精神指引，具有独特的集体主义和

社会主义文化底色。“西方模式”与“中国道路”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模式上存在差异。“西方模式”

主要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主导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其中个体主义自由扩张膨胀色彩浓厚，这一点主

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在西方模式下，个体主义下的“人权”“自由”大于“集体公共利益”和“生

命”。比如在 2019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疫工作在西方国家的开展中体现的极为明显，尤其是疫情下的西

方在“泛滥的个人主义下”表现出的“混战”与“狂欢”等极端群体性社会失范现象。第二，基于“资

本主义”下的“美国优先”“欧洲优先”“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等价值观念，西方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

“冲突性格”“排华情绪”和“对抗意识”。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军事联合集团定期不定期的发动各种对

外战争，以及“两党制”“多党制”下的党派之间的“互拆”与“混战”，从而将自身的国家资源和宝

贵时间大量投入到对抗互博之中，再比如，疫情下的西方国家在“无力作为”“难以处置”的情况下为

转嫁国内危机，集体性“推诿卸责不作为”，而且一改天灾人祸面前的“集体性失语”，转为以谎言和

不负责任心态下的一种西方国家集体性“甩锅”。这对于中国而言绝对是难以想象和不能接受的。相比

较而言，中国道路在处置上述问题方面表现出了独特的优越性。这种道路优越性依旧来自于中国绵延数

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 
从秦建立大一统国家开始，“大一统”观念得到了极大发展，历史上出现过汉武大帝、文景之治、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大明王朝、康雍乾盛世等历史上的盛世时期，无不建立在团结统一的基础上。中

国的先秦早期“大合唱式”集体主义治世思维和思想观念便为中国传统社会管治逻辑打下了基础，“大

合唱式”思维和逻辑便深深地融入进到中华家园治世文化的血脉之中。可见，集体主义观念和大同社会

理想是中国维系社会发展、保证国富兵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独有良策。中国社会和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稳

定更替绵延至今，并不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某一家思想在发挥社会功能，而是“国家得治，兼

揉诸家，齐奏共鸣”。尽管秦汉开始古代中国治世思想形成了“大合唱式”的大一统和家国天下传统，

但是具体的社会治理形式主要事自上而下单向式社会管理和皇权统治。但始终存在着“郡县以上国家皇

权专制”和“郡县以下乡绅长老统治”两个社会治理维度。传统中国社会长期保持着稳定的“皇权专制”

和“封建独裁”，形成一种《小雅·北山》中提到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权

观念。此外，在传统社会也有“普天同庆，君民同乐”、“青天父母官”、“以民为重”、“施政爱民”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等观念，这些观念避免了封建制的专制极端化发展，也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以

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施政观念思想源头。传统社会的“家长制”文化

在凝聚家族乡里，实现家国同构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长期保持了中国社会的稳定、团结和秩序。根据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9372


张伟安 
 

 

DOI: 10.12677/ass.2021.109372 2719 社会科学前沿 
 

是基于“生育制度”和“安土重迁”文化而形成的一种重视“关系”、“人情”、“背景”、“人伦次

第”、“三纲五常”、“家长统治”、“熟悉社区”、“礼俗教约”的差序格局和稳定秩序，其中“血

缘”、“族缘”、“地缘”和“集体情感”起着很大的维持社会和增促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

变迁、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传统上的对今天社会起阻碍作用的因素，即不合时宜的

文化观念和乡村陋习就必须革除，而对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能够不断改进，在符合传统礼俗文化的同时

又适应了现今国家法纪规约的，我们也不用一刀切的破除。在历史上的封建时代，传统社会的政治观念

和生活文化观念是符合当时时代的最好文化。 

3.2. 中国道路以其得天独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运行的秩序基础 

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交接更替，早期形成的“大合唱”式治世思维绵续存在数千年后，在今天，中国

道路使其得到了极大的传承、发展和完善，并创制发展出了日益成熟定型的中国社会制度，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致力于构建一套成熟和完善的现代化制度体系，邓小平同志较早

意识到制度构建的重要性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制度构建的目标和过程，即“再经过三十年的努力，

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到 2011 年，胡锦涛同志在建党 90 周年大会

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党的代表大会的形式再一次明确了这

一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进一步明确：“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

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在现世和实践当中逐渐形成、演进和创新发展[8]。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多次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问

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无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色，其中就“大合唱”式思维而言，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即长期存

在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说这是华夏民族老祖先创制的“中庸之

道”与“和合文化”在 21 世纪的新发展。最为特点鲜明的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社会治理的

社会功能上存在差异。先秦时期尤其“百家争鸣”时期形成的各个阶级提出的“社会治理”思想的繁荣

局面未能发展延续，多元的统一“社会治理”思想并未产生形成，“大合唱”式社会治理观念的萌芽直

到新中国成立才得到很好发展。“传统社会”是为皇权贵族和社会上层的少数人治理社会，以自上而下

执行皇权统治为主，郡县以下乡绅长老的基层社会治理为辅，但“管理民众”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在

传统社会是从未改变过的。现代中国社会在实行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社会治理方面仍旧传承着“大

合唱”式“社会团结”的“和”文化，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治

理目标和功能，现在社会真正的实现了统治者自上而下单向式统治管控治理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转变，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水平得到了提升。人民生活幸福、人

民安居乐业、人民赞赏满意、社会安定有序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追求。“家和万事兴”、“协和万邦”、

“和衷共济”，“和”的思想在中国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像大合唱表演一样带给观众和谐的音韵乐律

之美，“和”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下孕育产生发展完善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传统社会制度造

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但也造成了近代以来的衰落，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为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各种社会力量展开了救国救民的探索，从器物层面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但最终都没能成功开启中国的

制度现代化进程。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制度

形态来实现国家现代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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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封建家长制下的“和”观念至今陪伴着中国的成长，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小到家庭建构、

大到整个中国社会整合社会治理，都可以体现出传统“和”文化在当下中国“大合唱”式思维模式和制

度体系中的影响，“大合唱式”的制度体系在今天让中国制度优势鲜明、特色突出，一是有指挥、有领

导，一切行动听指挥。表现在全国上下、东西南北中普遍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树立人民中心思想，发扬最真实的人民民主。三是这一思维有利于领导全体中国人民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有利于形成民主、共荣、团结、友爱、公平、秩序、活力等特性。四是有利于明确识别敌我

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有利于集中集体意志解决共同问题，有利于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有利于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有利于凝聚全体人民对领导核心的忠诚、信任、热爱

和拥护情感，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在党的英明指挥和坚强领导下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各有所成而又和谐

相处团结奋进的局面。这种思维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体现存在许多，比如我们党在各种战斗中克敌制胜的

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当然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形象的用“百

鸟朝凤图”“众星拱月”和国旗国徽的构造寓意等来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当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第一，在《党章》中写到：“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

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

第二，深入坚持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调动全民发挥智慧和创造的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性，短时间内调动国

家和社会人财物资源的能力强大，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道路优势。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极大的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品行

和能力以及全力构建选贤任能体制和依靠群众服务人民深入民心深受拥护的党的合法性。三是彰显民主

集中制，由中国社会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代表集体表决将

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意志写入宪法和法律，任何单位、组织、个人和团体都必须无条件遵守服从，明

确选择和自主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实现了把历史的画卷长廊交给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书写布置，集中

民主是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和传统社会的一大独特优势，有秩序的集中和集中统一下的领导，是中国社

会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改革成效显著发展成绩喜人的关键所在。此外，发展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联系

各界别和各层次的力量、通过政治协商制度来联系外围的群众，发展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国两制来

维系国家的统一，发展出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来改进基层秩序[9]。其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社会

主义的一大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高度社会整合功能和强大社会整合

力。要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以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为基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大目标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政治认同，优化政治资源配置，做

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10]。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集中体现了中国

身后的文化历史和思想，中国有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制度体系、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

治制度等。中国的社会治理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社会治理道路的探索确立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

程，直到 1949 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政体政治政党制度形式的确立、国旗国徽国歌的征集确定等以及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大合唱”式思维下的社会治理道路逐渐展开，我们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

贫攻坚战、抗疫斗争等一系列伟大胜利，其中无不体现出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上下一心民心相通意志

相融的“大合唱”思维印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合唱”有着丰富多彩、五花八门、

新颖独特的表演形式，调动了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了轻松活波、团结奋进、广泛参

与的民主氛围；二是“大合唱”式思维模式下的社会治理思想孕育出来了中国人普遍宣扬倡导的集体文

化和团结合作意识，中国形成了国家利益至上、集体利益放首位照顾个体利益、大局为重、看重社会整

体效益的个体家国观念；三是一种“大合唱”式社会格局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以家长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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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家庭还是以城镇为核心形成的乡村振兴规划，小到家庭和社会组织团体，大到国家制度设计和战

略安排，无不体现着一种社会集体主义下的“大合唱式”事业思维。目前我们国家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框架下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正在建设成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观念正助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稳步快速发展。可以说，

中国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本底色，而“大合唱”式思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实

践特点，是中国道路的在现实当中的形象化体现。 

3.3. 中国道路以勇于自我革命的魄力保持着社会的勃勃生机 

中国道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修复”和“与时俱进”

的向内文化、独特品质和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中国道路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思

错误实践、把握历史规律和壮士断腕魄力下正确看待伟人和纠正失误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经过了土地

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历史阶段，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百年历史当中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和党内民主意识已经越来越成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了一个更

加成熟的世界百年大党和强党。党的发展强大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中国道路的完善。中国道路之所

以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发展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并为人民自主选择和普遍认同，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道

路的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具有着敢于“自我革命”和“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品质。勇于自我革

命，是指中国共产党以自身作为革命对象不断地清除体内的机体病毒和顽障痼疾的一系列革命措施，具

体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上个世纪中国革命一次次面临困难绝境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都是通

过“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强大工具挽救党的革命事业的，比较有名的事件就是“遵义会议”上

通过“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而最终转危为安走向革命一步步胜利的。第二，在中国革命重心从农

村向城市转移之际，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中国共产党以史为鉴“坚决不做李自成”成功的“进京

赶考”并对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和对自身能考出了好的成绩充满信心。第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系统性“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走

向富强的新篇章。第四，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上对当下存在的“四种考

验”和“四大危险”进行了论述和说明，并开展了深刻的反腐工作等来展现自身“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中国道路在挫折和考验中建构出来，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优秀的中国人民共同开创的，凝聚

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智慧和心血。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和使命，在“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

的清醒意识中为中华儿女共同的中国梦奋斗拼搏。 

3.4. 中国道路在推进世界经济政治体系改革中展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 

中国道路在具体的社会治理中以“大合唱式”思维在突破不平等国际规则推进国际社会体系改革中

更具生机活力。认识“大合唱式”思维的局限同样很关键，既要最大限度激发每一单元每一元素的潜能，

消弭整体中各单元之间、元素之间的隔阂与不协调，又必须明确认识到我是服务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

是我的职责，人民满意是对国家一切工作的最大肯定。尽管“大合唱式”社会治理思维有诸多好处，但

是这一思维模式也存在脆弱的方面，一旦整体中有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一丝一纹的差错都可能导致整体的

效果受影响甚至产生失败。就像一场真正的大合唱一样，有个别人不尽心不出全力，演奏不出佳作，有

一个人走调，整个团队就所有努力大打折扣甚至表演糟糕。在中国外交理念和对外策略中，中国形成了

“我搭台来齐奏唱”的经济领域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大平台，全球治理领域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

全球治理观和推动形成“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主张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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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倡导国与国之间的互信、合作、共赢，以及构建双边、

多边的国与国往来和对话机制。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始终代表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方，并在

不平等的国际秩序各规则中勇敢的替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争取正义和平等权利。而这些观念恰是在西方国

家和社会中比较欠缺的，这种意识的欠缺尤其体现在他们的“外交理念和对外策略”方面，比如在西方

国家存在的“零和博弈”、“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个人”主义等观念。“大合唱式”社会治理思

维包容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有志之士的治世思想，也吻合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传统，更有利于凝聚全体中

华儿女，这种“大合唱”式思维下的社会制度是一种集体性民主思维模式主导下的中国制度，可以奏唱

出时代最优美旋律。正是现代中国传承发展的“大合唱”式思维模式，它既能够有指挥有领导不迷失方

向看得见未来，又能够借助“大合唱”式“集体思维”和“团结构建”起到凝聚人心、积极熏陶正向感

染和使所有个体积极参与、全力投入、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的效果。 
这种思维模式是中国社会团结持续向好发展的主流文化配置，既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当今世

界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可以从日常的所见所闻中体会到“家长里短”式的你上台表演我期待和等着看你

的笑话和出丑，我登台上场你着急看我出丑给我使绊，这必将会使一个社会陷入发现困境。而与西方的

角逐式社会模式不同，我们的“大合唱”不是死板的，而是形式多样是充满青春活力斗志昂扬的，就形

式和流程而言，有指挥、领唱、轮唱、点题朗诵、有序编排有序参与、全身心投入(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积极向上、情感真实饱满、动作神态标准化一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真实而又广泛的民主。毕竟中国是有

别于西方社会情况的特殊国情，我们没有西方国家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积累，我们的改革开放起

步较晚，而面对拥有十四亿劳动人民的中国，我们唯一可走有最切合中国自身实际的路只能是全员参与

的共建共治共享的集中而又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又恰恰在中国有着这样的几千年的“和”文化和“大

合唱”文化传统基因，可以实现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调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做

到全员参与、充分发扬民主、共建共治共享，同时这一思维也贯穿贯彻在新中国的诸多关键领域和制度

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各种主张的鲜明特色，立足民族实情符合中国人民需要，同样顺

应世界发展现实。“大合唱”式社会团结也将有利于给中国带来更大的美好和福祉！ 

3.5. 中国道路为人类团结与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借鉴 

中国道路独特性在当代的展现极大地启示了人类团结觉醒和促进了全球治理进程以及西方国家探索

走出困境的步伐。具体来看，今天中国的倡议与主张亦完美的贯彻着一种“大合唱思维”模式，“社会

共治”“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等，这一系列的倡议主张都说明这个时代，“既需要全体成员团结一

心，方向一致，目标统一，更需要有指挥和领唱”，说通俗点，就譬如战斗组织中，一个连队需要有连

长，一个军要有军长，国要有一个中央、一个统一的核心要有一个英明的主席领袖，一个政党要有最高

权威地总书记，非官方称谓的“大合唱思维”是新时代中国的鲜明特点，符合最广大人民利益，符合国

家发展稳定长治久安！这样的社会安排并不是一朝一夕而成的，它是民族文化思想、中华历史记忆、制

度绵续继替等交互影响作用的产物，不是我们中国想要走和别人不同的标新立异道路，而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民族史具有历史独特性，我们走有别于其他道路模式的独立自主不同于其他社会的演进模式，是

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特殊性作用的必然结果。我们的模式是成体系并与我们国家设置配套吻合的。我们是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人民民主国家。说通俗点，新时代“绿色政治”、“明澈政治”、“人民为本”、

“风清气正，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大合唱式”社会制度结构等都是经过了无数中国优秀智者的严

谨科学推敲得出来的理论结论的具体应用，例如，前些年，人成为了自然界的主人，没有很好的尊重自

然，而今天我们人类经过思考对自身进行自我批评和反省自身我们觉得我们应当是自然的“朋友”、“家

人”或一个自愿的自然界的“好管家”；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从前几年将他人视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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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手”而转变为与他人结为“好伙伴”，这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的一个缩影，可谓是于史有据、于今

有理！ 
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鲜明独特特色的社会。今天的中国道路凝聚了中华文明的数千年智慧，是

最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共同选择的，是中国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更加的对中国道路充满信心，以“大

合唱式”思维掌控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大格局，坚持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的原则，拥有

世界和历史的更高站位，引导国际社会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大合唱”，构建起各国统统参

与的全球治理体系和不断提升风险长存状态下的治理能力。 

3.6. 中国道路为中国和世界贡献了独特的社会政治制度 

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和坚持好中国共产党集中同统一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是中国道路的命根，

也是中国道路最为显著的独特性。从古至今，中国社会都有着独特的信仰，可以概括为“民族自强、国

家兴旺、社会大同、普天同生”，中国人的信仰在于通过人的自立自强，谋求世界的团结一致和人类自

身的全面发展，“相信人、关注人、造福人”，中国人始终有一个相信自己、相信人民和相信人类的真

实信仰，即便到了 21 世纪的今天这种信仰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人民中心是中国道路最大的政治特征，

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显著品质。中国道路的人民中心和民主专政特点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中

国道路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和人民群众自主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今天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设置的必然产物。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共产党诞生，明确提出

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通过了党的纲领，旗帜鲜明的确立党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最

终达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无产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开始领导和组织革命群众发动革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

产党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初心和历史使命登上了中国的革命和政治舞台。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域私心和私利，从成立到革命战斗再到革命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考虑的唯

一便是初心誓言和理想信念，在革命浪潮中，中国共产党思虑中国革命事业，毅然以大无畏的心态主动

寻求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员从集体主义立场出发以大局为重，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最终促成

国共合作，最终才有浩浩荡荡的大革命，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解救了劳

苦大众。在革命和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坚

持走群众路线的良好传统和优秀作风。 
中国自古就有“君舟民水，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均贫富，等贵贱”“人人为公，大道之行，天下

大同”等关怀社会平等的思想，尽管在那个时代条件下难以实现，最后大都成为了一种社会理想，但这

些古代思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和服务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其创造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和健全并逐渐地走向成熟，其中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深入调查、广纳民意、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代表人民、维护人民、服务人民、团结人民、造福人民等

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极大地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前进。到了今天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一要求与古代

的“天下大同”之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且有了新的内容和思想发展。人民性是中国道路的根脉所在，它体

现在国家政权的各个层面，比如国家名称上，我们的国家名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层面：中央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地方分别有省级、市(区)级、县级、乡镇级人民政府；司法层面：中央有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分别有省级、市(区)级、县级人民法院和省级、市(区)级、县级人民

检察院；政党层面，我们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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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作为根本宗旨；国家军队层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一大鲜明特色就是最为广泛地人民性。无论是在上个世纪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世纪的和平年代，中国

共产党开展工作的“人民中心”“民心为根”立场始终如一，积极推进和发展创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得以成体系丰富和发展，理论兴则政党性，政党兴则国家兴，坚持、维护

和发展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新时代的中国迸发

出了越来越强大的生机活力。 

4. 中国道路独特特征总结及道路前景展望 

中国道路的独特特征和优越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4.1. 传承中华文化，走稳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依托于中国悠久历史文化、深厚传统观念中的治世智慧以及现实的中国实际情况，高度的

契合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和文化情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和文明延续时间较长的民族，有着 5000
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社会治理、人类制度文明和人类团结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

文化的角度看，中国道路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第一，与西方“外向竞技式”思维相比，中国道路

是一种“内向包容式”思维逻辑；第二，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从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中摸索出来的；第

三，中国道路具有沿着历史和文化“向前走”和“迈向未来”的特点；第四，中国道路奉行“德为魂，

法为器”，具有崇尚公德和谐、凝聚民族、团结社会、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的特点；第五，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道路的最大特征，中国道路是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意

志铺筑而成的。可以说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抱着自身独特的信仰在历史和人类的实践中锻造出来的，是关

照人民、关怀人类、关心世界的一种制度必然。 

4.2. 坚守制度底色，唱响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仰仗于人民性的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主义制度，以鲜明的“和合”文化色彩和包容性特征

雕刻国家形象，完美体现了普适性、普遍性和共时性的政治思想理论。从国家性格的角度来看，中国道

路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四点：第一，中国道路具有独特的社会主义文化本色和鲜明旗帜；第二，中国道

路以其得天独厚的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运行的秩序基础；第三，中国道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

我革命”“自我批评”“自我修复”和“与时俱进”的向内文化和独特品质；第四，中国道路在具体的

社会治理中以“大合唱式”思维在突破不平等国际规则中更具生机活力，坚持人民本位，注重社会团结，

强调互利互惠和合作共赢；第五，中国道路独特性在当代地展现极大地启示和促进了全球治理进程和西

方国家走出困境步伐；第六，以人民为中心，维护和坚持好中国共产党集中同统一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

政政权是中国道路的命根，也是中国道路最为显著的独特性。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

历史经验和人类实践中发现的一条具有独特优势的社会道路，极强的吻合了中国的历史和实际。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论断清楚的阐释了中国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 
同样世界属于人民，人民才是世界。中国拥抱世界，世界需要中国，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

坚持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普遍共识，既然人民就是世界，那

任何的野蛮政治和残暴军事都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而坚持中国主张，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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帜，坚定不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携手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

机遇，中国道路才能有更加光辉的未来，世界才会和谐美丽。 

4.3. 弘扬民族智慧，发展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成功于一种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大合唱”式思维，以具体通俗非庸俗的集体性智慧创造

活化社会实践与社会治理，很好地彰显了中国道路独特特征的民族文化特性。中国道理是人人参与、人

人共享、美美与共和共建共治共享等集体主义思想观念在的现实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而真实的写照。近代

的历史激发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华民族要团结不要分裂，正是在团结的力量下，中国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在如今的中国道路下中华民族更加展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和团结

度。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大合唱”可以说是中国道路在艺术上的一种微缩呈现，尽管不能全貌展示

中国道路，但是从中体现着一些共同的道理，比如都要有明确主题，要有正确方向，要团结一心，要各

司其责，要有核心指挥，要有统一领导，要有人人参与，要有成果共享，要有鲜活生机，要有精神信仰

等。中国道路在各种制度设计和规划安排上也都体现着“大合唱”式思维逻辑，只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为鲜活的展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五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国人集体主义性格，其中坚

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谋划指挥角色是中国社会主义迈向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关键。历史和人民在战火纷

飞的战争中选择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角色，这一代表最先进最进步的革命无产阶级能最大程度

的团结起来全体中华儿女。中国近代历史上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之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直到中国

共产党的出现，也才真正将中华民族和华夏儿女团结在一起，全民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齐心协

力奏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等一幕幕胜利凯歌和时代

旋律，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自立自信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气节、顽强奋斗的傲骨和团结一心的精神。 

4.4. 坚定理想信念，壮大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展现着一种强烈民族自信情感的朴素价值信仰，以最具客观真实性的“人民”“人类”和

“天下”为整个社会安身立命之本，追求人类社会迈向“天下大同”和大千世界走向“命运相连，荣辱

共生”成为独特的精神信仰。古老的中国智慧、博大的思想文化和坚韧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信仰的基石，

德法兼济、选贤与能尽皆彰显中国治世智慧，尽管法治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却永远无法取代道德的作用，

法治始终是以最低的道德标准要求世人，中国道路仍应该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的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以

“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人民–江山最新论断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进一步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更加地坚定，在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

的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靠着心中的朴素信仰书写着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谱系，正是这伟大的精神谱系和

坚定地朴素信仰，指引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信仰是方向也是力量，人

民的信仰和国家的信仰赋予我们中华民族以希望，正因为有正确的信仰才能不断激发中国人坚韧斗志和

磨砺华夏民族拼搏奋斗精神。 
今天中国道路虽依靠着自身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优势，取得了喜人的发展成绩，但是中国社会的政

治制度体制的落实执行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仍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我们要形成

先进的、现代的、文明的、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有待持续完善升级，西方模式并非一无是处，仍

有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中国道路仍处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中西方世界互联互通、平等相待、交流

互鉴、共生共荣成为未来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成为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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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共识。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须要坚持自身的独特特征和

显著优势，坚持做到以下四点：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共和国和人民事业的绝对领导。第二，坚持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尤其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和发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第三，坚持党要管党，建设和发展好党的组织。选贤与能和反腐败

方面仍然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政治领域的改革仍需稳步推进，稳固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改善发展中

的关键作用仍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第四，坚持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在中国发展建设的社会实

践中挖掘中国道路的潜质、价值和功能。中国发展要始终以史为鉴、不丢文化，坚持正确方向继承优秀

传统，不崇洋媚外而坚守自身，不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与传统和西

方社会对比中更自信的屹立在世界东方，在追寻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在国际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积极作为

并走入世界大舞台的中央。中国道路的优势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表现为中华民族取得的历史成就和人

类贡献，呈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的，它是世界和平、希望和光明的孕育之道。我们必须清醒的

知道，新中国以来取得的一切成绩、进步和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文化、人民和共产党共同缔造的，中

国道路的前景和未来更加的离不开悠久绵长的历史、传承数千年的文明、智慧勤劳的人民、家国天下的

民心和勇挑大任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矢志不渝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我们才能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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